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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Goldman Sachs Group高盛集团的社会政策的尝试 

  

“高盛成立于1869年，总部设在纽约，在世界所有主要金融中心均设有办事处。” “是世界领先的

投资银行、证券和投资管理公司。我们为多元化的客户群体提供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客户包括企

业、金融机构、政府和高净值个人。”1 最新的业绩包括：“截至2012年9月30日的第三季度净收入

为83.5亿美元，净盈利15.1亿美元。”  “高盛的投资银行业务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在今年至今全球

已公布和已完成的并购交易中排名第一。在今年至今的全球股票及股票相关的发行和普通股发行

中，公司排名第一。”2 

“高盛长期以来视中国为重要市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就把中国作为全球业务发展的重点

地区。高盛1984年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又于1994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代表处，正式进驻

中国内地市场。此后，高盛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强大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务分支机构，向中国政府和国

内占据行业领导地位的大型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高盛也是第一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B股

交易许可的外资投资银行，及首批获得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 高盛在中国的股票和债务资本

市场中已经建立起非常强大的业务网络，并在中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以及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交易的

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高盛一直在帮助中资公司海外股票发售中占据领导地

位，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易包括：中国移动通信于1997年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40

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除日本外)规模最大的民营化项目之一；中国石油于2000年3月进行的首次

公开招股发售，筹资29亿美元；中国银行(香港)于2002年7月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26.7

亿美元；平安保险于2004年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18.4亿美元3；中兴通讯于同年进行的

香港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4亿美元，这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A股公司；交通银行于2005年进

行的海外上市项目，筹资22亿美元，成为第一个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国有银行；以及中国石油于同

年进行的后续股票发售，筹资27亿美元。2006年，高盛还成功完成了中海油价值19.8亿美元快速

建档发行项目以及中国银行111.9亿美元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这是至发售日中国最大以及全球

                                                   
1
 http://www.goldmansachs.com/china/index.html  

2
http://www.goldmansachs.com/china/our-firm/press/press-releases/current/q3-2012-earnings-pres

s-release-pdf.pdf  

3 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温家宝家族巨贪丑闻，就是围绕着平安保险上市展开的。据说中国政府为平安开绿灯

的理由就是考虑“外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担忧”，如果属实的话，这实际上很可能提示出高盛这样的国

际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惯行：私下收买关键的政府官员（温家宝长期掌管中国的金融大权），同时制造出动

听的舆论配合。这其实也是国际通例。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意孤行”跑到中国先于美国与中国建交（抢

占中国市场）时，美国通过国会听证，透露出田中接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贿赂的信息，导致田中的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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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的首次公开上市项目。在债务融资方面，高盛在中国牵头经办了40多项大型的债务发售交

易。高盛多次在中国政府的大型全球债务发售交易中担任顾问及主承销商，分别于1998年、2001

年、2003年和2004年10月完成了10 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高盛是唯一一家作为主承销商全程参

与中国政府每次主权美元债务海外发售项目的国际投行。与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高盛在中国市场

同样担当着首选金融顾问的角色，通过其全球网络向客户提供策略顾问服务和广泛的业务支持。近

年来，高盛作为金融顾问多次参与在中国的重大并购案，如…汇丰银行收购交通银行20％股权；

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以及中海油收购在尼日利亚的石油资

产等等。2004年12月，高盛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

资公司的成立是高盛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合资公司的成立令高盛从此可以在中国开展本

土A股上市业务，人民币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和提供国内金融顾问以及其他相关服务。”4 

以上的引用虽然冗长，却非常重要，说明高盛在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换

中起到了任何别的机构都不能替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中国人对高盛的

这一角色关注、交涉并改进其政策。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我意识到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今年5月21日，我致函高盛董事会，说明我因为不能亲自赴会参加5月24日的股东大会，所以以书

面形式表达对公司的人权等社会政策的关注。我以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近来阿拉伯之春为例，指

出公司应该制定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特别就中国而言，公司的两名重要董事（CEO和审

计委员会主席）都把在清华大学的头衔作为参选董事的资格之一5，却没有任何社会政策考虑间接

受害于公司业务的中国普通民众，面临着legitimacy（正当性）的问题。我表示愿意以我帮助谷歌、

雅虎、思科、英特尔等公司的人权政策的经验教训，帮助高盛。 

6月5日，我接到公司投资者（股东）关系Joffe的电邮，她的职称是Vice President（副总裁），我

从网上查到她有律师学历、刚到高盛不久。我以前读过一个高盛副总裁写的书，知道高盛的3万多

名员工中，有1万多名副总裁！与思科第一次与我交涉的一个投资者关系部门的普通员工一样，她

要我读公司网上的企业社会责任链接。 

我6月13日回复她，指出公司的“人权声明”和2011年“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中没有如何实施、

                                                   
4
 http://www.goldmansachs.com/china/our-firm/about-us/gs-china/index.html  

5
 我没有指出这也是我的母校的学术堕落的反应，因为西方的钱贵在那里可以结交在清华挂有类似头衔的朱

镕基、王岐山等中国政府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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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这些抽象空洞声明的内容，正如不能阻止公司内部交易丑闻6那样，没有意义。我用自己帮助

英特尔改进人权原则的例子，再次表明愿意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公司。Joffe回复说将介绍另一个同

事与我交流。 

7月3日，Joffe与Bilello7和我在电话上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会议。我从口头上再次介绍了我为什么

关注公司的人权等社会政策的经历，以及人道中国的工作。她们希望我不要提交股东提案，答应还

会请别的同事来听取我的建议。我同意进一步交流，暂时不提交股东提案。7月19日，我电邮她们，

进一步详细地说明了我的立场，介绍我正在与微软和思科的交涉，建议成立一个由外部专家和公司

相关部门主管构成的工作小组，检讨、改进公司的人权等社会政策。 

7月29日，Bilello回复说公司没有相应的部门或人员负责人权政策，同时说公司在慈善事业上有不

少支出，包括对中国的全国妇联的赞助。我8月3日回复指出全国妇联是官方组织，如果公司为了

与中国政府的生意去拉拉关系，也可以算成是业务支出，但对公司在中国做业务的正当性没有任何

贡献。正因为公司没有人负责人权政策，才更需要外部专家（不管是否包括我本人）的帮助。我建

议道：能否把10%的慈善支出用于人权等社会责任呢？ 

8月15日，Joffe、Bilello加上另外两位公司的年青律师与我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我没有

得到这两个人的姓名和职称的文字介绍，也感到他们对中国事务和我的观点很生疏，所以只好又重

复讲过的意见。最后我们同意由我着手修改公司的人权声明。 

我9月8日致函，指出现有的人权声明先把人权的责任推给政府，很不严肃，因为对人权的最大侵

害担忧就是来自政府，公司的人权政策就是要制定出如何在民主或非民主的国家做生意时不违反人

权原则，以及在违犯的情况下如何补救的机制。我再次提议公司把10%的慈善支出用于社会责任、

把1%的慈善支出用于政治受害者。我也建议把用来充数的环境问题声明去掉。正如我对微软的长

达3页半的人权声明的建议一样：没有人读超过两页的任何声明。我也正式提出一份外部人权专家

五人名单，与公司的五名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共同检讨、制定人权政策、社会责任报告、员工守则等。

我特别指出：公司与基辛格、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周小川、清华大学等的关系无法增加公司

在中国做生意的正当性，只有设立人权委员会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我们有意愿和能力帮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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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董事泄漏机密，让他的印度朋友知道巴菲特将投资高盛，从而买下大量高盛股票发财。虽然克林顿、

安南等人都为他求情，此董事在纽约被判定有罪。 
7
 她没有告诉我她的职称，但我在网上查到她是一个trader。我读到一本书中讲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在

高盛奋斗几年也没有升到trader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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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没有书面正式回复我的建议，在10月12日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上，Joffe解释说公司不可能接

受我的建议，而老练的Bilello一直没有发言，以至于我在会议结束时问Bilello为什么没有出席？她

才赶快回答：“我在线上呢！”我不得不遗憾地通告她们：“既然董事会不愿意接受我的建议，我也

无法接受你们的拒绝理由，只好在股东大会上由广大股东来投票决定我们的分歧了。”幸好，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还没有完全被高盛等大公司控制，我这样的极小股东可以挑战它们。这是美

国经济制度中从大萧条中接受的教训而制定的民主成果之一，值得大力推广运用。 

10月29日，我从证券公司开出高盛股份证明后，立即到邮局用挂号寄出了2013年股东大会关于设

立人权委员会的提案。除了以上提到的内容，我特意加入高盛原CEO、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

财政部长Henry Paulson在其大著 "On the Brink: 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 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中的豪言：“从1992年到我离开高盛时的2006年，我们在中国从无到有1

千5百名员工，其间我去了中国70趟。”“我4月20日被邀请去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进午餐。”

“我和胡锦涛会议完后，胡和我私下会见。”这些都印证高盛在人权状况令人担忧的中国做得很好

did well且有非凡的能力影响中国的社会变化；现在，让高盛也做好事do good吧！ 

我同时致函Joffe和Bilello，谢谢她们在我和高盛董事会之间的交流，并表示我随时愿意撤回提案

—如果董事会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制定人权政策的话。至今为止，高盛没有回复我。高盛同时影响

美国两大政党并直接出马执掌财务大臣的时代过去了8，我估计高盛不会像雅虎那样愚蠢地动用律

师行来拒绝我的提案（我提醒过她们：那样的话，我将每年都提交不止一个提案，直到被付诸大会

表决为止）。看来，明年在高盛股东大会上的交锋不可避免了。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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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盛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支持同行罗姆尼，现在不得不尴尬地与得胜的奥巴马当局打交道。前不久，其

CEO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向奥巴马示好。 


